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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清洁能源投资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为了系统性地解析清洁能源投资中的

复杂网络特征和参与主体的竞合博弈态势，基于 2000—2020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系统地分析了其空间格局、

网络特征及主体竞合关系。结果表明，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格局由早期的中美双核主导，逐步转向2010 年后的多极

化分布。投资网络的节点数、平均度及平均加权度均在 2017 年达到最大值，2009—2019 年呈现出“小世界”特性，

中、美、日及欧洲国家加权出度较高，东南亚、南亚、北非及东非国家的加权入度较高，中美投资去向多元，但深度及

广度不同，欧洲及中东等地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偏好，英国和大洋洲的投资则表现出近邻效应。结合全球清洁能源

投资的复杂网络特征，力求揭示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演化趋势与竞合关系，为各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中的

角色定位提供了量化支撑与启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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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应用的持续拓展

标志着发电方式的深刻变革。据国际可再生能源

署（IRENA）报告显示，自 2010年以来，清洁能源的

装机容量实现翻倍增长，这一趋势有效反映了清洁

能源在技术可行性和市场接受度方面的显著进展

（Saqib et al.， 2024）。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

（Nezhnikova et al.， 2018）、运 营 效 率 提 升

（Muhammed et al., 2020）及 成 本 竞 争 力 增 强

（Dorsey-Palmateer et al., 2020）共同推动了太阳能、

风能、水能和生物能等清洁能源形式的稳步发展，

巩固了其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并使清

洁 能 源 投 资 在 国 际 舞 台 上 日 益 具 有 吸 引 力

（Hassan et al., 2024; 王超等, 2023）。

能源投资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复杂的领域之一，

长期以来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Blyth et al.,2007）。

已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布局更注

重海上风电（Gallaher et al., 2023）、储能技术（史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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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等, 2023）等技术领域。以欧洲为例，北海沿岸国

家通过开发大规模的海上风能项目，形成了具有显

著影响力的区域集群效应（Bilgili et al., 2023; 
Durakovic et al., 2023）。与此同时，以中国和印度等

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政策和市场需求拉动下，

在清洁能源技术的生产和项目开发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进展（曲申等 , 2024; Fang, 2023; Sharma 
et al., 2026）。非洲以其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

引发了投资者的兴趣。Bouraiou等（2023）的研究表

明，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每年的平均日照时间超过

3,000小时，展示出巨大的开发潜力。此外，已有研

究围绕清洁能源的影响因素及风险特征进行了系

统探讨，研究表明，政府的鼓励性政策、碳边境税、

技术进步、贸易开放程度以及腐败程度等，均通过

不同的路径及程度来影响清洁能源的投资决策及

行为（Bellakhal et al., 2019; Popp et al., 2011; Zyadin 
et al., 2014）。受经济政治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各国通过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深度交融、高

度交互的网络结构，地域空间格局逐渐从静态的地

理空间转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网络空间（Wen 
et al., 2017）。

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通过复杂网络

方法来分析能源投资的演变趋势及特征情况，运用

不同的经济模型剖析研究对象之间的竞合关系。

綦建红等（2019）通过复杂网络模型分析了全球绿

色能源投资网络的演化特征，指出该网络呈现出小

世界性和无标度特征，并揭示了全球绿色能源投资

的节点结构随时间逐渐松散，投资关系的核心逐步

扩展到多个国家。杨宇（2022）运用了复杂网络视

角来探讨中国与全球能源市场的互动，发现随着能

源转型，中国的能源投资从单纯的油气领域扩展到

可再生能源，并进一步对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架构

及内部关系进行剖析。何则等（2019、2020）则通过

构建跨境并购网络，分析了能源投资的演化过程，

运用模块度等贸易集团检测的方法分析具体的竞

争及合作关系。夏四友等（2020）从复杂网络视角

探析中国与贸易国之间的石油流动情况，并通过

K-Mean聚类法来分析他们之间的竞合关系。种照

辉等（2022）通过社会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化石能源

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贸易情况，并使用QAP回归方

法定量分析贸易网络之间的依存关系。张强等

（2023）利用联合国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各国的能

源结构性权力进行测度，通过 Spearman 相关分析

检验国家之间关系的强弱，并通过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QCA）来解析背后的影响因素。Lin 等

（2025）提出一种前景理论演化博弈模型（PTEGM），

来刻画能源投资双方的风险偏好及损失厌恶

特征。

在投资网络的研究尺度上，目前对国际投资网

络宏观结构特征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网络集中度和

度分布互惠性、聚类系数、网络路径、网络度相关性

与富人俱乐部现象等特征的分析（Fagiolo et al., 
2009）。部分研究通过对国际投资网络社团结构演

化过程的梳理，从而理清投资全球化的发展脉络

（Kali et al., 2007）。在网络微观层面，网络节点重

要性是网络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指标，刻画了单个

节点对国际投资格局的影响力，以衡量一个国家/地
区在投资网络中的影响力及其投资地位。部分研

究发现国际投资网络中存在着核心—边缘结构 
（Fagiolo et al., 2010; Squartini et al., 2011）。从研究

对象来看，当前研究主要聚焦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

网络、中观层面的产业投资网络以及宏观层面的国

别 投 资 网 络（金 永 红 等 , 2021; Briglauer et al., 
2023）。现有文献大多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案例对

象（Brida et al., 2015; Cró et al., 2020），倾向于对当

前投资现状和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相比于其他的

投资网络，清洁能源投资网络更依靠多方参与主

体，演化和发展的速度迅速，受到政策及技术的驱

动作用较强（柏明国等, 2024）。在清洁能源领域，

现有研究仍停留在碎片化的视角，更多侧重单一维

度的分析，难以全面解释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全球

性特征和复杂性（Wen et al., 2017）。虽然已有研究

对清洁能源在结构特征、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上作

了一定了研究，并通过对比的方式突出清洁能源的

独特性（Anbumozhi et al., 2024），但仍需从全球视角

做切入对能源投资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主体竞

合关系作进一步的判断及解析。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聚焦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

复杂网络特征，力求揭示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网络

拓扑结构、动态演变规律及关键特征，拓展传统核

心—边缘结构在绿色能源转型大背景下的适用性。

通过对核心国家、次核心国家及边缘国家的识别，

剖析典型国别在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中的节点特征，

并进一步刻画投资主体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复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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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当前国际清洁能源投资

变化，本研究力求揭示可能存在的机遇及风险挑

战，深化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演化趋势和竞争

态势，为各国在全球清洁能源市场中的角色定位提

供了理论依据，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推动清洁能源投

资以及加强多边合作的清洁能源合作路径。

二、方法与数据

清洁能源投资网络属于有向加权网络，以全球

各国为节点，以国家之间的清洁能源投资联系作为

边，以国家间清洁能源投资所涉及的投资金额作为

边的权值，构建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空间关联网络

（Squartini et al., 2011b; Wang et al., 2025）。其中，清

洁 能 源 投 资 数 据 来 源 于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署

（IRENA, 2025），并通过公开可查询的统计数据、企

业年报等资料进行交叉验证。具体而言，以 V =
{ v1,v2,...,vN }表示国家的集合，N为国家的数量。以

Ei,j 表示国家 vi 和国家 vj 之间的清洁能源投资联系

状态，E = { E1,E2,...,Es }表示所有国家之间的清洁能

源投资联系的集合，若 vi 和 vj 之间存在清洁能源投

资关系,则Ei,j ≠ ∅且Ei,j ∈ E；若 vi和 vj之间尚未建立

清洁能源投资联系,则Ei,j = ∅。进一步，将 vi和 vj之

间存在的清洁能源投资关系以矩阵形式表达，

则为：

GN × N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e1,1 ⋯ e1,N⋮ ⋮
eN,1 ⋯ eN,N

（1）

ei,j = ì
í
î

ïï

ïïïï

1 ( )Ei,j ≠ ∅ 且 Ei,j ∈ E

0 ( )Ei,j = ∅ (1 ≤ i, j ≤ N )（2）

式（2）中 ei,j = 1和 ei,j = 0分别表示 vi和 vj之间存

在或不存在边的连接。

本研究通过边和节点的数量、平均度、平均加

权度、度中心性、聚类系数、平均路径长度和网络密

度等指标，对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整体特性和节点

特征进行刻画，引入核心—边缘算法，探讨投资网

络中不同组团和集群的异质性特征，并结合制度距

离与文化距离解析投资网络的区域性偏好成因，具

体如下：

平均度是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度数的平均值。

度数由两个部分组成：入度和出度。节点的入度表

示指向该节点的连接数，而出度表示从该节点发出

的连接数。因此，节点的度数是其入度和出度的总

和，平均度则是所有节点度数的平均值，反映了网

络中节点的连接密度。在本研究中，平均度(AD)的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其计算公式为：

AD = ∑i
Di

N
（3）

其中，Di表示每个节点的度数，N为网络中节点

的总数。

平均加权度为各节点加权度的平均值。节点

加权度指的是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中各国所

涉及的投资流量金额的平均值，故平均加权度是对

整个投资网络活跃度的衡量。在本研究中，平均加

权度（AW）的数值以百万美元为单位表示，其计算

公式为：

AW =∑
i

WDi /N （4）

其中，WDi表示每个节点 i的节点加权度。

平均路径长度可以衡量网络中节点的分离程

度，反映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中各个节点的连接性，

其数值表示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的投资关系最多通

过其他多少个国家进行连接，故平均路径长度越

短，网络内各个参与国的可达性越好，其计算公

式为：

AL = ∑
i > j

lij

1
2 N (N + 1) （5）

其中，AL代表平均路径长度，lij 是指某个节点 i
与节点 j之间的最短距离。

网络密度作为衡量网络内部稠密和网络规则

程度的指标，是指网络中实际边数与该节点数下最

大可能边数的比值。随着网络密度增加，可认为全

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趋向于紧密化发展，网络密度θ
的计算公式为：

θ = 2χ
N (N - 1) （6）

其中，χ表示边的个数。

聚类系数能够测度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中

国家的聚集度，度为ni的节点 i的聚类系数Ci表明，

在节点 i的ni个近邻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连接边的

数目与理论最大可能边数的比值为：

Ci = Mi

( )ni - 1 ni2
（7）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复杂网络特征与竞合演化态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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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i表示 ni个近邻节点间实际存在的连接

边的数目。在本研究的研究中，为研究整体清洁能

源投资网络中各国的聚集程度，采取计算平均聚类

系数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比较该值与随机网络的聚

类系数理论值，判断清洁能源投资复杂网络是否具

有小世界性。

节点中心性的度量指标主要包括度中心性、介

数中心性、紧密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网络流中

心性和子图中心性等，能够衡量网络中节点的重要

程度。本研究选取接近中心性和介数中心性指标

分析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节点的相对可达性和

衔接功能。

根据给定节点 i与网络中其他所有节点的最短

距离，可以通过接近中心性判断节点在网络中的位

置，因此，该指标越大，表明节点国家越处于清洁能

源投资网络的中心位置。其计算公式为：

CCi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1
N - 1∑j = 1

j ≠ i

N

lij

-1

（8）

介数中心性是根据网络中所有节点间最短路

径经过节点 i的数目来衡量节点在网络中的中介衔

接性，故该指数越大，说明节点国家在全球清洁能

源投资网络中的中枢功能就越显著，其计算公

式为：

BCi = ∑
i ≠ α ≠ β

nαβ (i)
nαβ （9）

通过比较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与同等规模随

机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以及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

长度与同等规模的随机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长度，

可以判断网络是否具有“小世界”特性。计算公式

如下：

σ = ( )C Cre / ( )P Pre （10）

其中，σ为“小世界”指标值，一般“小世界”系数

大于1，则认为该网络具备“小世界”网络特征；C为

测算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P为平均

路径长度；Cre为与测算网络同等规模随机网络的平

均聚类系数；Pre为该随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

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包含六个子指标

的世界治理指数 (Worldwide Goverance Indicators, 
WGI)来衡量各国制度发展水平。结合 Kogut 和
Singh(1988)提出的距离计算方法，制度距离定义为:

dis_wgikst = 1
6∑i = 1

6 ( Ii,A,t - Ii,B,t )2

Iit
（11）

其中，i表示WGI中制度发展水平的各子指标

（i=1，2，…，6），Ii,A,t - Ii,B,t 为 t年A国和B国在制度发

展水平子指标 i方面的差异；V为各制度发展水平在

子指标 i方面的方差，作为除数以解决各维度制度

发展水平得分可能不可比的潜在问题。

本研究采用 Hofstede 文化维度理论，借鉴

Kogut et al.（1988）测算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具体

计算公式为：

CDjk =∑
i = 1

4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 Iij - Iik )2

Vi
/4 （12）

其中，Iij代表国家 j在第 i个维度上的得分，Iik代

表国家 k在第 i个维度上的得分，Vi 为第 i个指标得

分的方差。

为了识别网络中的核心—边缘结构，本研究使

用Rossa et al.（2023）提出的核心—边缘算法，用以

揭示网络结构及单个节点的角色特征。上述算法

可以计算网络整体的集中度和各个节点的核心性。

将全球所有国家按核心性分为四个层级。核心性

值大于0.3的国家被归类为核心结构，核心性在0.1
到 0.3之间的国家被归类为亚核心结构，核心性在

0.01 到 0.1 之间的国家被归类为次外围结构，核心

性小于0.01的国家被归类为外围结构。

三、结果分析

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及清洁能源相

关产业的持续发展之下，清洁能源投资已经逐步成

为重塑国际能源投资格局及区域经济联动的关键

因素。从空间视角考察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

演化过程及投资主体之间的竞合博弈关系，有助于

识别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核心国家、投资流动趋势

及变化情况，进而为理解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

时空分布特征提供基础。

1.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空间格局演变

图 1 刻画了 2000—2020 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

空间格局演变。在2000—2005年，美国和中国是全

球清洁能源投资的核心节点，是全球清洁能源投资

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美国投资了30余个国家，中

国清洁能源投资国家的数量虽然少于美国，但是对

重点合作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额较大，对阿尔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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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投资了 6.71 亿美元、5.82
亿美元和5.73亿美元，分别占据这一阶段全球清洁

能源投资总量的5.32%、4.61%和4.54%。这一阶段

欧洲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也逐渐起步，但是非洲和

南美洲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中参

与程度相对较低。

2006—2010年，欧洲国家与日本成了全球清洁

能源投资的重要核心力量。此阶段，欧洲国家的投

资倾向集中于欧洲内部，具体表现为比利时对英

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投资额分别为15.46亿美元、

8.23亿美元和7.40亿美元，而英国则向爱沙尼亚投

资了12.90亿美元。这些投资均位列该时期清洁能

源投资网络中边权值前十位。同时，日本的清洁能

源投资范围较为广泛，展现出较为分散的投资地理

特征。这一时期中国投资对外清洁能源投资额已

超越美国，占全球总投资量的24.76%。

2011年之后，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呈现了更

为复杂的多核化特征，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地区逐

渐成了清洁能源投资新兴热门地区。2016—2020
年，东南亚菲律宾的清洁能源总投资额为 46.62亿

美元。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印度等国家接

受了大量来自欧美的清洁能源投资，而来自非洲的

尼日利亚、南美洲的智利和乌干达等新兴网络节点

国家也成为中国的主要投资对象。其中，中国对尼

日利亚的清洁能源投资额在 2016—2020年中高达

60.56亿美元，占全球总投资量的5.68%。欧洲部分

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对象不再仅限于本国及其他

欧洲国家，而是向非洲、南美洲等新兴市场加大投

资额度。特别是在2016—2020年，比利时的清洁能

源总投资额达到218.28亿美元，投资国家数量已经

超过同一时期的中国。

总体来看，2000—2020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空

间格局经历了从少数核心国家主导向多核心、多区

域联动的演变趋势。早期投资网络主要由美国等

少数核心国家作为引领，投资流向相对集中，2011
年后随着亚洲、南美洲等地区投资国的崛起，全球

清洁能源投资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发达经济体之间

的合作框架，形成了以中国、日本及欧洲等新兴国

家共同参与的多极化投资格局。这一演化表明，全

球的清洁能源投资不仅仅是从发达国家流向欠发

达国家，而是跨区域、多主体及全方位的复杂体系，

新兴市场的发展能力及战略地位也持续抬升。

2.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特征

表 1 展示了 2000—2020 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复杂网络特征与竞合演化态势研究

图1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空间格局演变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数据来源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

（c）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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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整体特征指标。在这期间，边数在2008—2010
年迎来了阶梯式上升，而节点数的增长较之节点更

为平稳，从2006—2013年逐年匀速上涨。从节点自

身的演化来看，节点的平均加权度在2008—2009年

出现了剧增，从 37.52 上升至 150.30，几乎增长了 5
倍，相比之下节点的平均度的变化比较平缓。值得

注意的是，在 2017年，节点数、边数、平均度和平均

加权度同时达到了最大值，分别是172、551、3.20和

197.39。
在网络的连通性方面，平均路径长度波动区

间为 1至 1.39，表明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连通

性较高，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较短，即全球经济体

间可以通过少量的“桥梁”经济体实现有效的清洁

能源投资关系。网络密度保持在 0.016 和 0.019 之

间，说明主要大洲的主要节点已经确定，新的节点

并未改变网络的基本连接特征和整体架构，网络

的核心节点依然保持较高的连接度，而新增节点

则更多发挥辅助作用，加强了局部区域的网络联

系。平均聚类系数则反映了节点之间的群体化程

度。2000—2008 年，聚类系数值始终低于 0.01，表
明在此阶段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节点之间缺

乏足够的群体化连接。然而，自 2009年起，聚类系

数出现了显著提升，并且其与平均最短路径长度

的比值在 2009—2019年始终保持高于随机网络的

理论值（Crandom = 2E
N (N - 1) = 2.24 × 10-4），因此投

资网络在这一阶段呈现出“小世界”特征。2020年

投资网络的节点数大幅下降至 66个，边数降至 75
条，平均度和平均加权度也分别从 2019 年的 3.15

和 103.43 下降至 1.14 和 89.44，显示出节点之间的

连接强度和互动频率均有所减弱。最为显著的

是，平均聚类系数从 0.03 下降至 0.01，接近随机网

络的水平，这表明节点之间的集聚效应显著减弱，

网络的群体化程度大幅下降，整体网络趋于分

散化。

2000 年以来，全球清洁能源网络的集中度从

0.9498降低至0.9434，然后升高至0.9450，最后达到

0.9485。总体来看，全球清洁能源网络的集中度始

终大于0.94，表明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中长期存

在显著的核心—外围结构。部分国家处于网络的

核心位置，而大多数国家则处于边缘位置。与此同

时，集中度先降后升的趋势表明，鉴于清洁能源的

战略和安全需求，一些节点国家关注清洁能源进口

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同时追求国际投资的规模效

应，并从多元渠道推动清洁能源贸易合作。

3.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节点特征

图 2 展示了 2000—2020 年清洁能源投资网络

节点特征排序。入度和出度表示了一个国家在清

洁能源投资中选择目的地国家多元化及产品多样

化的情况。在节点特征测算中，无权出度与加权出

度分别代表清洁能源投资的广度与强度。就投资

广度而言，美国位居全球首位，表现出显著的全球

覆盖特征，日本次之；就投资强度而言，中国排名全

球前列，说明尽管中国投资的国家数量相对有限，

但投资规模巨大且集聚效应显著，美国在该指标上

紧随其后。在无权入度和加权入度方面，排名前列

的国家半数以上集中在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地

区，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因其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

节点数

边数

网络密度

平均度

平均加权度

平均路径长
度

聚类系数

2000—2005年

在80到102之间波动

缓慢增长

在0.016到0.019之间波动

在1.44到1.57之间波动

变化较小

在1到1.39之间波动

低于0.01

2006—2010年

保持平稳增长，在2017年达到最大值172
增速最快，尤其是2009—
2010年增长了101条边

增速较快，其中2008—
2010年增速最大，从1.87

增长到2.69
三次先升后降，其中2008—2009年增速最大，从37.52增长到150.30，在2017年达到

最大值197.39

2011—2015年

从381增长到442，共增长
了61条边

先增后减，在2017年到达最大值3.20

三次先升后降，三个拐点分别为2011年、2014年和
2018年

2016—2020年

在2017年达到最大值551

表1 2000—2020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特征概述

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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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0—2020年清洁能源投资网络节点特征图

数据来源：作者自绘，数据来源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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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逐渐成为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重点区域。

接近中心性体现了一个节点在发出和接收关系

时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而介数中心性则反映

了节点国家对于网络中资源的控制能力，二者结合

可以大致判断某个国家在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中扮演

的角色。从2000至2020年的网络节点特征的大小

排序分析，接近中心性排在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为美

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挪威、英国、西

班牙、荷兰；介数中心性排在前10位的国家分别为中

国、菲律宾、意大利、巴西、罗马尼亚、挪威、芬兰、瑞

典、德国、法国。对比来看，上述国家有一半出现在入

度或出度前10国家中，这也反映了世界清洁能源投

资网络事实上是一种点对点的投资模式，清洁能源

投资关系则体现为国家之间的依赖与竞争。

在 2000—2010年，中国为核心性最高的国家；

而在 2011—2015 年和 2016—2020 年，美国为核心

性最高的国家。此外，日本和德国也一直处于核心

结构中。比利时和法国增长最为迅速，比利时从外

围结构增长到核心结构，最终其核心性仅次于美

国；而法国从次外围结构增长到核心结构，整体上

呈现先上升后稳定的趋势。研究表明，尽管有众多

国家加入清洁能源投资，但是由于缺乏前期产业积

累导致其在网络演化中难以实现从外围向核心的

结构性跨越。

总的来说，2000—2020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

络呈现出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其中，美

国、欧洲主要国家在对外投资的规模、范围和网络

控制能力方面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是全球清洁能

源投资的主要组织者；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

家处于外围地区，更多表现为投资的承接者。与此

同时，核心性的动态演变特征表明，清洁能源投资

网络并非静态的单一结构，而是在全球化、国家进

步和国际合作中不断进化。尽管部分国家随着时

间的发展逐渐进入投资网络的圈层，但其核心特征

仍旧不明显，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体系仍存在一定的

路径依赖性。

4.典型区域参与主体竞合关系

图 3（a）和图 3（b）分别展示了典型清洁能源投

资国和清洁能源东道国。投资国中多数是发达国

家，这表明发达国家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中占据

优势地位。对比来看，美国、日本、英国、韩国、新

西兰、澳大利亚和瑞士均为主要的投资国。上述

国家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

时其清洁能源投资相对较为分散。美国和英国的

清洁能源投资分别集中于印度和爱沙尼亚，分别

占总投资的 10.98% 与 10.10%，而对其他东道国的

清洁能源投资相对平均。两国的整体投资分布呈

现差异化空间格局。其中，美国的清洁能源投资

覆盖全球六大洲，重点流向印度、印度尼西亚、埃

及、南非、土耳其及智利等国；而英国则表现出显

著的地理邻近偏好，欧洲市场的投资比例超过了

70%，覆盖了包括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

在内的欧洲国家。

相较之下，清洁能源东道国接收别国的清洁能

源投资相对较为集中。中国和美国在其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超过3/4的清洁能源东道国接收了中国

的清洁能源投资，其中在 2/3的国家中接收的中国

的清洁能源投资在所有接收的清洁能源投资的占

比超过了50%，而在尼泊尔、老挝、厄瓜多尔和阿根

廷这些国家中甚至占据超过 60%。中国与上述国

家的双边合作关系较为牢靠，且这些国家的清洁能

源项目往往以中国为主要清洁能源投资方。美国

对图 3中大多数东道国均有清洁能源投资，其中对

智利和印度的清洁能源投资占据了主导地位。说

明中美的清洁能源投资能力较强，而中国对多数第

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深度更高，美国的合作广度更

大。实际上，通过对东道国的观察也能够发现中

欧、中美和中日之间潜在的竞争关系，这一现象在

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上尤为明显。

清洁能源投资中的“近邻效应”表现为投资国对

地理邻近国家的显著偏好。这一现象不仅在英国的

投资布局中突出，也主导了大洋洲以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为核心的投资集团。其中，澳大利亚对所罗门群

岛、汤加和瑙鲁的清洁能源投资额分别为 37.35%、

17.41%和12.35%。而新西兰分别对库克群岛、萨摩

亚和图瓦卢这些大洋洲邻近的岛国的清洁能源投资

占其总清洁能源投资的16.05%、5.45%和8.14%。摩

洛哥位于北非，相较其他非洲国家，因其与欧洲的地

理更接近，其与德国和美国的清洁能源投资联系更加

紧密，分别占据其接收的清洁能源投资 38.34% 和

16.93%的份额。类似地，中国对位于南亚和东南亚

的老挝与尼泊尔的清洁能源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验

证了地理邻近性的影响。然而，这一规律在除了英

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余发达国家中表现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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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清洁能源投资国家竞合关系

数据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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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清洁能源投资国及其投资对象

（b）清洁能源东道国及其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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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欧洲清洁能源投资集团、中东清洁能源投资集

团以及亚洲清洁能源投资集团在清洁能源投资决

策上展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偏好。德国和法国倾向

于对非洲和南亚地区的国家进行清洁能源投资，主

要投资东道国包括印度、摩洛哥、埃及和肯尼亚，分

别占上述国家接收总清洁能源投资的 21.27%、

44.68%、21.43%和16.18%。除此之外，德国对印度

尼西亚进行清洁能源投资，法国则进一步扩展至巴

基斯坦和尼泊尔。由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

组成的中东地区的投资集团倾向于在非洲进行清

洁能源投资，尤其是阿联酋，其所有投资对象均位

于非洲。具体来说，阿联酋分别在毛里塔尼亚、埃

及、苏丹、也门和摩洛哥的清洁能源投资占其总清

洁能源投资的 14.19%、19.54%、16.78%、5.16% 和

7.73%。科威特则向苏丹在清洁能源投资了

49.01%，沙特阿拉伯则对埃及投资了 7.20%。此

外，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分别对巴基斯坦进行了

23.53% 和 5.42% 的清洁能源投资。韩国的清洁能

源投资主要集中在美洲和亚洲，向美国、尼加拉瓜

和洪都拉斯分别投资了 20.05%、15.07% 和 5.31%，

向巴基斯坦、尼泊尔和老挝分别投资了 13.40%、

11.95% 和 9.87%。日本与中国的清洁能源投资对

象都比较分散，且投资对象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

也意味着会在某些区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四、讨论与政策建议

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背景下，清洁能源投

资已成为重塑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组成。过去 20
年中，跨国资本流动加速推动清洁能源网络，从以

少数大国为核心的格局走向多中心合作模式，但

清洁能源投资分布不均、地缘博弈加剧等问题仍

旧存在。以下本研究将通过分析清洁能源投资网

络的结构演化与特征，和讨论不同国别间的清洁

能源投资合作关系，为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策提供

启示建议。

1.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特征

清洁能源网络并不属于典型的无标度网络，但

其存在异质性，投资规模极其不均匀。少数国家清

洁能源投资对象较多，与多个国家有投资联系，表

现为2000—2020年加权出度前十的国家较为固定，

而加权出度前五的国家主要为美国、巴西、中国、比

利时及日本。多数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伙伴较少，

投资结构较为单一；与此同时，少数国家清洁能源

投资量很大，而多数国家投资量很小。实际上，清

洁能源投资网络是核心—边缘结构，具体表现为：

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合作伙伴在局部地区彼此间交

往较多，而投资量相对较大的国家起到跨区域沟通

桥梁的作用，其合作伙伴分布在全球各个区域，彼

此之间联系比较松散，例如美国，其出度数较高。

这种核心—边缘结构也进一步印证了清洁能源投

资网络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特征。

2017 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节点数、边

数、平均度及平均加权度（197.385）均达到最高水

平，说明 2017年跨国清洁能源投资互动最为活跃，

资本流动与技术合作网络趋于稳定。同时，这一网

络结构的演变可能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变迁存

在一定关联。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推动了清

洁能源投资的政策调整（林茂文，2024；Ishaq and 
Crawford, 2024），并在 2016—2017 年形成政策驱

动—资本流动—网络演化的传导路径。但在 2017
年后，各项网络指标呈现系统性回调，节点数与边

数分别下降至 2020年的 66和 75，平均加权度回落

至 89.44。这主要是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地缘政

治风险的加剧和 2020年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

响，各国和企业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投资策略，更

多国家选择收缩清洁能源投资规模，减少对外资本

流动。

聚类系数的先增后降的趋势结果表明，清洁能

源投资格局在局部地区呈现集聚性特征，在整体上

呈现“小世界”的趋势。在特定区域或国家间，清洁

能源的投资网络逐渐增多，并向“局部集群”模式发

展。随着清洁能源产业逐步从初期的技术引领转

向市场应用的广泛拓展，网络的局部群体逐步增

强，而整体网络结构则表现出“小世界”趋势。而20
年内网络平均聚类系数整体较小，表明清洁能源投

资的地理空间联系仍然较为松散，其区域间的合作

网络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政策支持的增强，清洁能源市场尚未达到高度

集中的状态，这也为未来的进一步融合和合作提供

了可能。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中的各国接近中心性

和介数中心性的差异，反映了各国在能源投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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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不同角色和影响力。中国在介数中心性中排

名第一，却未出现在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接近中心

性前十位，原因在于中国的投资集中于几个主要的

合作伙伴，因此它在全球清洁能源网络中与其他国

家的平均距离较长，联系密度较低，影响了其接近

中心性。尽管美国是清洁能源投资领域的重要参

与者，但主要扮演的是清洁能源技术和资本的输出

国，源自其他国家的投资相对有限，在网络中作为

中介的角色相对较弱。巴西是在加权入度中排名

第一，加权出度中前五的国家，表明巴西不仅在全

球能源投资中扮演着重要的输出角色，同时也是能

源投资的重要接收国，这也可以解释其在介数中心

性中排名第四的原因。

网络中的新兴节点同样值得引起重视。以尼

日利亚为例，自 2013年以来，尼日利亚在清洁能源

投资网络中的加权入度排名位居前列，显示出其对

清洁能源投资的巨大吸引力，其中中国投资了

89.3%。实际上，尼日利亚的清洁能源潜力巨大，但

其清洁能源资源仍未开发，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对发

电量的贡献不到1%（Oduro et al., 2024）。尼日利亚

当局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规，例如《多年电价令》

（MYTO）、尼日利亚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政策

（NREEP）以 及 微 型 电 网 监 管 框 架 等 政 策

（Akpojedje et al., 2025），为清洁能源的部署创造一

个有利的融资环境。这些政策不仅为国内外投资

者提供了投资保障，也为尼日利亚未来清洁能源领

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Nitte et al., 2023）。
尼日利亚和巴西分别是非洲和南美洲最大的

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且都拥有大量的可再生

能源资源，在吸引清洁能源的投资方面都排名前

列。具体来看，巴西在2007年通过引入拍卖机制提

高了电力市场透明度，降低了成本，促进了开发者

与政府间的合作，同时通过技术特定政策和分布

式发电计划激励了清洁能源需求，创造了良好的

融资环境（Herrera et al.， 2024）。相比之下，尼日利

亚对投资者缺乏足够的政治承诺，导致政策机制

的执行有限，尤其是在 2016年签署的 1.125吉瓦太

阳能电力采购协议（PPA）由于准入电价和担保政

策的反复变动而停滞（Isah et al.， 2023），这增加了

主权风险并造成了大规模清洁能源项目的不确定

性。因此，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和政策一致性，尼

日利亚政府才能为外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清洁能源

投资环境。

2.不同国别间的投资合作关系

当前，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呈现出中心化向

多元化、局部性向全球性的演化趋势，主要清洁能

源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合作关系日趋复

杂。尽管清洁能源投资呈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但

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分布不均、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

性依然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推进形成了挑战。为了

应对这些挑战，确保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稳定

性与可持续性，国际社会亟须采取有效的政策措

施，推动跨国合作与资本流动，以促进全球清洁能

源产业链的整合和发展。

美国的清洁能源投资最为分散，2000—2020年

累积投了 136个国家，累积清洁能源投资额超过了

551.52亿美元，凸显其作为核心投资国的网络渗透

能力。这一投资能力的形成可归因于美国多元化

的融资机制，如政府通过投资税收抵免（ITC）、生产

税收抵免（PTC）等税收抵免及贷款担保等政策工具

降低项目风险（Rao，2024）；私营部门则依托绿色债

券、可再生能源信托基金等资本市场创新拓宽融资

渠道，有效缓解清洁能源技术高初始成本的约束

（Chai et al.，2025）。在此机制驱动下，美国企业通

过技术输出与股权投资深度介入东道国项目开发，

形成以市场导向为主的跨境投资模式。然而，美国

清洁能源投资的持续扩张面临结构性制约。国内

政策周期性与地缘政治目标间的张力，导致监管框

架稳定性不足。

在欧盟内部，各个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

利时自 2018年开始占据全球清洁能源投资量最大

的国家，而法国、英国、德国则因其长期以来的技术

积累和政策支持在清洁能源投资中也占据重要地

位，对外清洁能源投资总额和投资国数量均很大。

相比之下，西班牙、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波兰更多扮

演了清洁能源投资的东道国角色，他们更多地倾向

于去接收欧盟其他国家的投资。欧盟在绿色转型

领域构建了高度协同的政策框架，为成员国之间清

洁能源投资的相互促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

欧盟通过《欧洲绿色新政》设定了统一的 2050年气

候中和目标。另一方面，绿色转型得到了来自欧盟

预算的大量财政支持。欧洲结构与投资基金

（ESIFs）被认为是促进实现包括绿色转型在内的

《欧洲绿色新政》目标的重要资源。在 2021—2027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复杂网络特征与竞合演化态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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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RDF）预算的 30%和凝聚

力基金预算的 37%应用于实现气候目标。这种大

规模的公共资金引导不仅直接拉动了项目投资，更

重要的是，向整个市场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可

能增强了私人资本对清洁能源领域长期营利性和

稳定性的信心，从而激励了更多跨境与跨区域的资

本流动与合作。

中国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投资和贷款来开发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清洁能源项目。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推

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老挝合作水电开发（Mirza 
et al., 2024），与阿根廷和巴西实现清洁能源结构多

样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结合（Ugarteche et al., 
2023）。此外，中国在许多非洲国家的能源领域参

与了相对较大的项目，对非洲大陆获得清洁和可持

续能源的获取产生了重大影响（Lema et al., 2021）。

加纳的Buai大坝和赞比亚的Kafue Gorge水电站提

供清洁的水电、肯尼亚Garissa光伏项目和中非共和

国的Sakai光伏项目利用太阳能发电以及埃塞俄比

亚的Aysha风电场项目。总体来说，中国在海外的

清洁能源投资正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绿色低

碳转型提供强大助力，中国清洁能源的海外发展也

正在从单纯的电站建设转向更加全面的产能合作

（孙磊等，2025）。
与此同时，非洲一些国家也积极参与到全球清

洁能源投资网络中，成为关键的投资接受方。尼日

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尤为密切，分

别接受了中国 70.35 亿美元和 57.31 亿美元的清洁

能源投资。相比之下，摩洛哥和埃及则更倾向于与

欧美国家展开合作，摩洛哥和埃及分别从德国和美

国获得了清洁能源投资，摩洛哥接受了 22.22亿美

元和9.82亿美元，而埃及则分别获得了7.08亿美元

和16.17亿美元的投资。该地区清洁能源市场面临

诸多挑战，包括基础设施薄弱、资金匮乏、技术转移

困难以及腐败等因素（Tawiah et al., 2022），但其巨

大的清洁能源潜力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投

资者。

本研究引入变量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以解释

英国和法国的区域性偏好现象。通过计算 1996—
2023年英国和爱沙尼亚的制度距离，可以发现英国

和爱沙尼亚的制度距离呈现减少的趋势。正是因

为制度距离的减少，导致了英国向爱沙尼亚的清洁

能源投资增多。2000—2020年英国在爱沙尼亚的

清洁能源投资占其总投资的 10.10%。此外，通过

计算法国与其他国家的四维度文化距离，结果在 0
至 5.87 之间，四分位数为 1.19，其中摩洛哥与法国

的四维度文化距离为 0.64，埃及为 1.03。这可能由

于摩洛哥和埃及都曾经为法国的殖民国有关。

法国在 2000—2020年向摩洛哥的清洁能源投资占

据摩洛哥接收的清洁能源投资的 6.34%，埃及为

8.15%。

3.政策启示与建议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4年世界能源投

资报告》表明，全球能源投资总额预计将首次超过

3 万亿美元，其中有 2 万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电

动汽车和核能等清洁技术。在全球能源进行能源

转型的背景下，清洁能源的供需在全球出现局部

不均衡现象，全球清洁能源网络结构的演化正在

由双核主导向多核联动转变，网络结构趋于松散。

在这个关键时期，通过优化清洁能源政策获取国

际清洁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就显得至关重

要。基于本研究对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分

析，部分政策启示与建议如下：

世界清洁能源投资网络呈现出的“点对点”结

构，这种双边依赖关系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安全的

稳定性。能源供需双方的互依性和脆弱性使得国

际能源投资关系更加复杂，易受地缘政治、经济波

动以及全球突发事件的干扰。在确保能源供应来

源的多元化的基础上，与重点清洁能源供给国建立

紧密且稳定的合作关系，将有效降低国家能源安全

面临的风险。特别是对于一些对外能源依赖较高

的国家，通过签订长期合同、建立战略储备机制等

方式，确保与关键清洁能源供应国的平稳投资关

系，不仅有助于应对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还

能有效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和战略灵活性。

在缺乏稳定的国际合作框架国际形势下，不同

国别及区域间获取清洁能源技术价值的不平等，阻

碍全球清洁能源一体化的协调与发展的协调与发

展。为实现区域内的平衡发展，这一目标应通过优

化国际资源配置，增强技术创新和资金流动，特别

是鼓励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清洁能源体系的建设，

提升其技术自主性和市场竞争力。双边和多边倡

议在内的国际伙伴关系和合作也可以促进技术转

让、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为清洁能源投资创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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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条件。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针对从事小型光伏、风能

及生物质能等领域的中资企业，开发相应支持工

具，有助于推进企业积极开拓分布式清洁能源市

场；随着各投资地区融资模式日趋多元化，在项目

前期根据不同地区和国别特点制定因地制宜的融

资方案，提升投融资效率；面对气候灾害频发、政

局动荡、债务率高企等现实状况，各投资机构在项

目落地前应综合研判东道国的气候风险、政治风

险与债务风险，开展全面风险排查，健全风险评估

体系。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发展中地区清洁

能源投资的合作伙伴关系亟待加强，特别是在非

洲、南亚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以非洲为例，尽

管非洲清洁能源投资潜力巨大，拥有丰富的可再

生能源资源，但由于资金不足和技术水平相对较

低，许多项目仍未得到有效开发。因此，发达国

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应当加大对非洲清洁能源领

域的投资力度，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

助。通过加深合作，发达国家不仅能帮助非洲加

速能源转型，还能够实现共同的气候目标，并在

非洲市场中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利益。特别是非

洲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为全球能源安全和碳减

排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国际社会应通过更加积极

的投资和合作，为非洲创造更大的清洁能源发展

空间。

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区域化趋势在一定程度

上与国际市场分工相冲突，这反映了经济地理学中

区域经济自给与全球价值链动态调整之间的张力。

为了缓解这种张力并促进全球清洁能源的均衡发

展，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

资便利化。同时，通过发展众筹、影响力投资和绿

色债券等创新融资机制，可以为清洁能源项目筹集

更多的投资资本，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更多的私人

和公共资本投入，从而提高清洁能源投资效率和可

持续性。

当前，国际局势深刻演变，影响广泛深远，世界

发展正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

峻挑战。在全球追求可持续绿色能源的愿景下，各

主要经济体加大政策引导，吸引更多投资加入到清

洁能源的开发和应用之中。总体来看，清洁能源投

资是实现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途径，有

助于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保障能源的稳定供

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创新，推动经济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构建全球清

洁能源复杂投资网络，探究典型国别清洁能源投资

机制，有助于探寻有利于清洁能源投资的政策导

向、社会环境及发展方向，为跨境清洁能源投资提

供政策建议与理论支持。

五、总结

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地理的

整体格局正在或即将出现系统性重构。清洁能源

投资作为整合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重要变量，对

其空间格局的审视有助于理解世界经济格局的演

变动向。本研究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从全球视角分

析了 2000—2020年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空间格局

演变、网络整体特征、节点特征以及典型区域参与

主体竞合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本研究推进了进

了对清洁能源全球化资本流动机制的理解。研究

发现全球投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双核

主导变成了现在的多极化特征。随着各国之间投

资联系的加强，跨国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资

本在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呈现出上升的

趋势。清洁能源全球化资本流动表现出明显的区

域特征。其中，欧洲和中东地区形成了投资集群，

而大洋洲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邻近国家，可能受到

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和绿色金融政策协同性等因素

的影响。第二，本研究修正了核心—边缘模型在绿

色转型背景下的适用性。本研究通过核心—边缘

算法计算出网络的集中度和网络中各个节点的核

心性，发现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中长期存在显著

的核心—外围结构，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在本研

究研究年份中一直处于核心结构。第三，本研究阐

明了政策冲击对网络结构的深度重塑作用。以

2015 年《巴黎协定》的签署为转折点，全球清洁能

源投资网络的节点数、边数、平均度及平均加权度

都在增长，在 2017年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说明宏

观政策能够强化节点间的关联强度与资源配置效

率，驱动清洁能源投资网络从碎片化的投资行为

向高度协同的拓扑结构转型。综上所述，本研究

通过揭示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网络的演变规律，为

理解绿色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动态配置提供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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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视角。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推动能源转型的

关键时刻，识别网络关键枢纽、优化多边投资路径

以及强化绿色金融政策协同，不仅是各国提升自身

在能源格局中竞争力的核心诉求，更是构建更具韧

性、高效且普惠的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体系的必由

之路。

（本研究的撰写工作得到了期刊编辑部及匿名

审稿人的悉心帮助，在文章撰写过程中顾天玥、朱

瑞鑫、张雨萌等同学参与数据收集、整理与校验工

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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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etitive Evolution Trends of Global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Han Mengyao  Li Jinzhou  Li Hongtu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nvestment in clean energy has become a key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omplex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and the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dynamics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entitie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global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network from 2000 
to 2020,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its spatial pattern,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lobal landscape of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which was initially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 a multipolar distribution after 2010. The number of network nodes, average 
degree, and average weighted degree reached their maximum values in 2017. From 2009 to 2019, it exhibited a small world 
characteristic. The weighted out-degree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weighted in-degree of Southeast Asian, South Asian, North African, and East African countries was relatively high. The investment 
destination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diverse in terms of depth and breadth, while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showed 
obvious regional preferences. The invest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ceania demonstrated a neighbor effect. By combining 
the complex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evolution trend and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of the global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network, providing quantitative support and 
suggestiv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countries in global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Key Words: Clean Energy;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Investment Network; Cooperative-competitiv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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